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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实施的知识创新工程 , 是一项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代表未来科技发展方向并
体现国家最高水平的基础性 、前瞻性 、战略性的系统工程 。 只有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来审视中国
科学技术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变 , 才能真正体会创新工程的深刻意义与丰富内涵 。 历史感是一
种高级的思想体验 , 只有具备历史感的战略家才是伟大的战略家 , 只有具备历史感的科技决策
者才是合格的科技决策者 。
中国科学从传统向近代的演变可以早溯到明末耶稣会士的来华和清末洋务派人士发起的
自强运动 , 19 2 8 年中央研究院的建立是中国科技事业开始建制化的标志 , 但真正全国规模的
科研体制的规划与建设是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国科学院建院开始的 。 知识创
新工程可以看成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延续 ,其核心 目标是建设面向下一世纪的国家科研体系 。
从本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新中国科研体系的建设 ,是在整个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大格局下
完成的。 从 1998 年下半年开始启动的知识创新试点工程 , 则是中国科学界面对世界科技迅猛
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作出的战略选择 , 其核心是将中国科学院建设成瞄准国家战略目标和
国际科技前沿的自然科学和高技术的知识创新中心 , 以期牵引中国的科技竞争能力在 2 0 ro 年
前后进人世界前 10 位 , 到 2 050 年前后达到世界科技强国的水平 。
未来这 5 0 年的路怎样走 ? 我们可以从世界科技强国的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 也可
以从周边后发国家和地区寻求启迪和借鉴 。 更重要的是 , 通过对过去 50 年乃至数百年中国科
技发展的回顾 ,通过对古往今来世界范围内科学知识的进步 、科研体制的演变 、科技政策的制
定 , 以及科技重心的转移等方面的研究 , 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 , 以便对中国科
技未来发展的整体态势的分析提供有益的参考 。
在中国国家科研体系的未来布局中 , 应该有专门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群体 。 战略研究可
以采取不同的角度去进行 , 经济 、政治 、军事 、文化诸方面的因素都与战略的制定有关 , 历史更
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 国外从事战略研究的一流机构都离不开历史学家 。 从中外科学技术‘
发展的历史角度对国家科技发展的过去进行总结 , 对其现状的分析与评估提供纵向的参考依
据 , 对其未来的宏观发展战略以及 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 这样的任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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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来承担 。
知识创新工程的另一个核心 目标是建设与知识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创新文化 。 创新文化应
该是一种消除了各 自的无知与偏见 , 充分整合科学与人文的全新的文化形态 。
本世纪 50 年代 ,英国学者斯诺 (C . P . Sn 。w )首先提出两种文化冲突的命题 。 今天西方世
界主要的思想家都承认 ,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割裂与制衡是 20 世纪人类文化的最显著特
征 。 在西方发达国家 , 对科学工具的滥用使人类在两次大战中惨遭浩劫 。 直到今 日 ,科学技术
对自然资源和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 以及对科学功用的盲目夸大还在受到形形色色
的批评者的攻击 。
对于中国来说 ,其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文文化 , 西方意义上 的科学精神相对匾
乏 , 因而中国历史上也就较少西方那样对科学的顶礼膜拜 。 然而两种文化的冲突在本世纪 的
中国也出现了另一极端 :例如对于 19 23 年那场 “科玄论战 ” , 从受到 “五 四 ”影响的新青年到当
代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舆论 ,无不对 “玄学鬼 ”们嗤之以鼻 , 却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仅靠科学是否
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 。 二战之后美英占领当局在西柏林做的一件大事 , 就是将曾为希特勒
德国研制新武器基地的柏林技术大学强制改造成一所容纳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 ;而时
隔不久中国高校于 5 0 年代进行的院系调整 , 则使高等教育纳人高度专门化和技术化的轨道 ,
由此 “工程师的摇篮”成了对学校的高最褒奖 , “学好数理化”成了每个中学生的座右铭 。
中国既然要走赶超西方科技强国的道路 , 西方世界为完成工业化付出的代价和在文化上
经历过的巨大困惑我们迟早也会遭遇 , 实际上两种文化的割裂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已
现端倪 。 自“五四 ”请出“赛先生 ”到今 日“科教兴国”喊得震天响 , 科学在中国似乎逐渐得到重
视 ;但是只要认真思考就会发现 ,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只是视科学为征服 自然的利器 、为国家带
来富强的求世主 , 而漠视了科学所内蕴的使人类 自身完善的巨大精神力量 。 这种对国富民强
的追求和对现代化的苦恋 , 对于一个在近代饱经忧患的民族来说是十分 自然的 , 但是对“科学
万能”的幻想和对人文精神的漠视必将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
本世纪初 , 德国人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一书中曾预言 : 到 20 世纪末 , 随着科学变得更
傲慢与更不宽容 , 社会就会背弃科学转而信奉宗教原教旨主义或其他一些非理性的信仰体系 。
这一预言在中国最近期的社会生活中得到了惊人的应验 。 在我们义愤填膺地批判危害社会的
种种歪理邪说的同时 ,科学工作者 、文化工作者实在也有深刻反思的必要 。
就国家层面的分工而言 , 对建设新文化负责的不应只是中宣部 、文化部 、教育部 、社会科学
院这样的部门 , 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应该更积极地介人 国家政治和公众生活 。 由中
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时报》在这个方向上已显露出较好的势头 。 另一方面 , 科学院应坚持设
置兼具科学和人文双重功能的研究实体 ,其他部门则不具备或较难达到这样的实力 。 在实行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时代 ,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至少从理论上讲是合理的 ;在知识经济时代来
临的时候 ,科学家应该成为创新文化建设事业的主导力量 。
科学史立足于过去与未来 、自然与社会 、科学与技术的交叉点上 , 是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
文化的理想工具 , 对提高公众文化素养 、教育青年尊重知识 、帮助民众理解科学是不可缺少的。
通过研究各门学科知识积累与发展的历程 , 各种技术产生与演讲的经过 , 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
动关系 , 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对人类文 明的促进作用 , 以及作为科学家的人对社会发展的贡
献 , 科学史显示了强大的社会功能 ;另一方面 , 在推进科学研究 、从事技术开发时关注人文的因
素 , 提高科技工作者的人文修养和加强道德约束 , 提倡全社会高度重视科技伦理等方面 , 科学
史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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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纪之交的学术沉思 ” , 我愿意再次强调自己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的下述观点 : 21 世
纪的科学史家将以全面理解科学在社会中的发生与成长 、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为
自己的使命 ;相应地 , 从事科学史写作的 目的 , 也不仅仅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学科的发展沿革 , 在




值此世纪之交 , 在回顾即逝世纪和展望未来世纪的时候 , 我情不自禁地想把眼前的技术哲
学和工程哲学比喻为一位“灰姑娘 ” 。
这句话的含义绝对不是要贬低—我也绝对无意贬低—技术哲学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 。
如果从现象层面或事实层面来看问题的话 , 也许应该说 , 现代社会首先是一个 “技术社
会” , 其次才可以说它是一个 “科学社会 ” 。
对于科学和技术的相互关系 , 在西方学术界有两种“极端化 ”的观点 : 一个极端是把技术视
为 “应用科学 ” (认为技术“从属 ”于科学 ) ;另一个极端是把科学视为 “理论技术 ” (认为科学 “从
属 ”于技术)。 从“表面观点 ”来看 , 这两个极端是“绝对相反 ”的 ;然而 , 从 “深层逻辑 ”来看 , 这两
个极端对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问题 , 在坚持“一元论 ”(“科学一元论 ”或“技术一元论 ” )和反对
科学与技术各自独立的“二元论 ”这一点上又是 “两极相通 ”的。 至于在中国的情况 , 有些人则
大概又会感受到一种更加奇特的 “两极背离”—在 “传播学 ”的层面上几乎是前一个极端观点的“一统天下 ”(在中国的学术界几乎无人介绍后一种极端观点 );而在 “政策实践 ”的层面上却
绝对是后一个极端观点的影响占“统治地位” 。
对于一百多年来技术哲学的发展 ,舒尔曼认为主要存在着实证论和超越论这样两个流派 ,
而米切姆却说主要存在着工程的技术哲学 (e n g in e e r in g ph ilo s o ph y o f te e h n o lo g y )和人文的技术
哲学(hu m a n itie s philo s o ph y o f rec n o lo g y )这样两种传统 。 很显然 , 舒尔曼和米切姆的观点在很
大程度上是相通的。
运用乔姆斯基的语法理论 , 在相同的“技术的哲学 ”这一表层结构中 , 可以看出 , 对于“工程
的技术哲学 ”来说 , “ of tec hno log y ,’( “技术的” )这一用语的深层结构是指示主体或行动者 , 而对
于 “人文的技术哲学 ”来说 , “ of tec hno log y ,’( “技术的” )这一用语指示的却是涉及的客体 。 工程
的技术哲学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卡普 、恩格梅尔 、德索尔 、巴卡等人 ;而人文的技术哲学传统
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芒福德 、奥特加 、埃吕尔 、海德格尔等人 。
舒尔曼和米切姆都认为在技术哲学的两个流派或两种传统间存在着一定的对立或张力关
系 , 同时他们又期望在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中能使对立的两种流派(或 “传统 ” )结合起来 。
有些人认为只有 20 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出现才标志着现代科学哲学的 “真正”开端 ;而
卡普却被公认为现代技术哲学的创始人 , 他的《技术哲学原理》一书出版于 18 7 7 年。
虽然现代技术哲学的“开端”早于现代科学哲学 ,但现代科学哲学一开始便在哲学界 “蔚为 ‘
大国” , 而现代技术哲学却在很长时间内只是 “哲学界 ”的 “边缘小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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